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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以发展赋能为核心的生育支持体系,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 目前,以“重物质补偿、轻发展赋能”为主导的生育支持模式,难以有效纾解育龄群

体因职业发展中断、价值贬损与分工固化而产生的深层压力。 该生育支持模式的深层症

结在于,社会对育儿质量高期待与育儿责任过度私人化、性别化之间形成的“质量 责任”
悖论,导致生育所隐含的职业中断与机会丧失等个人发展代价空前高昂,严重抑制了家

庭,特别是女性的生育意愿。 基于“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针对宏观政策逻辑与微观家

庭发展需求间的结构性断裂,构建“理念 路径 制度”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论证生育支持

体系从“成本补偿”到“发展赋能”的范式转型逻辑:生育支持体系应以保障人的全面发展

权为价值导向,提升生育水平应是体系有效运行后的衍生效应而非直接目标。 为此,理念

层面,需完成从私人负担到公共投资的价值重估,确立育儿的社会投资属性与养育者发展

权利;路径层面,需构建“文化认同 服务资源 机会保障”支持网络,尤其要构筑起消除

“母职惩罚”的职业机会保障;制度层面,需以“法治 协同 激励 评估”四轮驱动明晰权利

边界与强化激励相容,推动体系持续优化。
关键词:人口高质量发展;发展赋能;生育支持体系;“质量 责任”悖论;协同

一、问题的提出:生育支持的“补偿困局”

统计数据显示,2025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792 万人[1] ,这已是自 2022 年以来连续四年下

降,且总和生育率现已降至 1. 1 左右的超低水

平[2] 。 面对严峻形势,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经历

了清晰且深刻的演进:从“十三五”时期推动计

划生育工作由管理为主向服务家庭转变[3] ,到
党的十九大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

会政策配套衔接” [4] ;从党的二十大部署“建立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 [5] ,再到“十五五”时期将“完善人口发展战

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确立为重大任务,并
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
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6]101。 这一演

进脉络呈现出从“服务管理”到“配套衔接”再

到“体系构建”直至“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的完

整轨迹,标志着我国生育支持政策已从过往强

调人口规模管理转向生育养育支持,并开始朝

着“赋能于人”的方向转型。 然而,现实情况

是,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鼓

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但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仍

在持续下降,这就亟须反思:究竟是政策力

度不够,还是现有政策逻辑未能真正契合生

·07·



从“成本补偿”到“发展赋能”:“十五五”时期我国生育支持体系的重构

育支持体系的本质要求,从而潜藏着更深层的

系统性梗阻?
众所周知,人口高质量发展并非仅指生育

水平的回升,而是涵盖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

多维度的系统性提升,核心在于“以人的全面

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强调的:“我国长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 的 大

事” [7]305“必须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

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

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素质人力资

源” [7]
 

307。 为落实这一战略要求,关键在于构

建科学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 依据党的二十大

关于“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战略部署,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

纲要)关于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的导向,本研究

将生育支持体系界定为: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

会为导向,涵盖生育支持政策激励、育幼服务资

源供给、家庭发展权利保障与生育友好环境塑

造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其核心功能在于有效分

担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并保障育龄群体

的全面发展。 进一步,针对制约生育支持体系

有效运转与政策落实中的核心梗阻,本研究构

建“理念 路径 制度”三维分析框架,深入论证

生育支持体系从“成本补偿”到“发展赋能”的

转型逻辑,以期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下的生

育支持体系重构提供理论参考。

二、从“成本补偿”到“发展赋能”的范式

转型逻辑

　 　 1. 生育支持体系的既有研究路径及其贡献

与局限

围绕如何构建有效的生育支持体系,学界

大致沿着 3 条路径展开探讨,共同推动学术视

角从“经济决定论”向“结构性约束”转变。
其一是“成本补偿” 型支持路径。 该路径

聚焦探讨养育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其缘起

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生育“成本 效用” 分析,
将生育视为家庭对“孩子” 这一耐用消费品的

理性选择,提出税收减免、现金补贴等经济激励

可降低养育成本并提升生育意愿[8] 。 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对“成本”的理解从直接支

出拓展为包含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的多元结构,
有研究从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入手,发现成

本分担的不均衡加剧了核心家庭的生育顾虑[9] 。
与此同时,心理账户理论的引入揭示了现金补贴

的激励效应显著低于托育服务和男性陪产假,原
因在于前者仅增加了经济账户,而后者还增加了

时间账户或满足了公平性需求[10] 。 此类研究为

成本补偿型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但局限

在于,当一系列普惠性经济激励措施的边际效

应持续递减时,难以解释为何以经济补贴为主

的成本补偿无法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
其二是“文化规范” 型支持路径。 为了对

上述追问进行有效回应,一些学者将目光从市

场转向家庭内部,从经济计算转向文化规范,其
核心洞察在于:生育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

性别问题。 传统“母职” 意识形态将育儿建构

为女性的天然职责,使得照料劳动的价值被系

统遮蔽,有研究揭示了家务分工对生育行为的

深层影响,发现增加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对生育

行为产生负向影响,而增加丈夫家务贡献、家务

分工优化能促进生育行为[11] 。 进一步研究表

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并未带来家庭分工

的平等化,反而加剧了育儿分工的性别不平等。
究其原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对子女期待

更高,更接受精细化育儿理念,导致其在育儿尤

其是学习辅导方面的投入更大。 在 “密集母

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这进一步催生出更高标

准的育儿要求和更深重的母职焦虑[12] 。 正因如

此,推动父亲参与育儿成为学界焦点,有研究系

统梳理日韩经验后发现,单纯的文化倡导效果有

限,必须辅以“父亲生育假”等涵盖法律确认、经
济保障和职场治理的刚性制度设计,才能真正撬

动性别分工[13] 。 这类研究揭示了文化观念对生

育行为的深层束缚,但此视角偏重微观层面,对
劳动力市场与宏观制度的关照相对不足。

其三是“制度保障” 型支持路径。 这一路

径将分析单位从家庭内部转向劳动力市场和社

会政策,试图回答女性职场处境因生育而发生

根本性转变的根源,“母职惩罚”概念的引入为

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工具。 有研究测算了

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效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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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对女性工资、职业连续性和晋升机会均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14] 。 理论梳理表明,“母职

惩罚”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根植于现代劳动力

市场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全职工作规范、线性职

业阶梯和男性养家模式等,这些因素共同构筑

了对育儿女性的系统性排斥[15] 。 在此背景下,
托育服务供给成为关键政策变量。 有研究指

出,当前面临“公办缺位、民办偏贵、家庭式不规

范”的三角困境,普惠托育服务的严重滞后使得

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照料负担无法通过社会化方

式有效分担[16] 。 后续研究亦验证了托育服务可

及性与生育释放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发现那些能

够获得稳定、可负担托育服务的家庭,再生育意

愿显著更高[17] 。 这一路径将问题从家庭内部

拓展至市场与国家的责任边界,揭示了结构性

障碍如何转化为个体的生育困境,但同样侧重

于对特定机制的剖析,缺乏对价值理念、文化规

范与制度设计之间复杂互动的整体性把握。
上述研究极大丰富了对生育支持体系构建

的认知,但其在各自的解释范围内都显得力有

不逮:成本派难以解释物质补偿为何失效,文化

派未能说明观念何以固化,制度派无法回应结

构如何被感知。 这种困境指向一个共同的方法

论局限———未能将价值理念嬗变、系统性支持

缺失与制度性障碍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

架[18] 。 正因如此,分散的体系构建干预常陷入

“合成谬误”:经济补贴难解职业中断恐惧,普
惠托育难撼职场歧视,文化倡导难改制度排斥。
要走出困局,必须直面政策意图与实施效果之

间的深层矛盾。
2. “成本补偿”范式的内在局限与“质量

责任”悖论的生成

如前所述,既有研究虽从多维度揭示了生

育支持体系的构建路径,却未能有效回应现行

体系为何依然难以真正提振生育意愿。 深入审

视既有实践不难发现,其背后遵循的“成本补

偿”逻辑正是这一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 所谓

“成本补偿”逻辑,是指过往及现行支持实践暗

含的基本预设为:将育儿视为家庭私人性的经

济负担,政策的核心目标仅在于通过外部资源

输入对冲家庭的直接经济支出与机会成本,以
期提振家庭的生育意愿。 尽管近年来支持手段

已从单一的经济补贴拓展至时间支持(如延长

假期)与服务支持(如提供托育),但其本质仍

深陷“经济补偿”这一单一维度,即时间让渡与

服务替代的根本预设依然是保障父母(尤其是

母亲)的劳动时间与就业连续性,从而维持家

庭的经济收入安全。 这种逻辑看到了生育带来

的经济负担与收入风险,却忽略了生育主体在

职业阶梯、社会价值与自我实现层面遭受的深

层剥夺。 它试图补偿生育的“经济成本”,却无

法赋能生育主体的“全面发展”。 因此,当“成

为父母”意味着个体(尤其是母亲)的发展权益

面临系统性贬损与结构性剥夺时,任何仅停留

在经济维度的补偿,都将难以从根本上提振生

育意愿。 这正是“成本补偿” 范式的根本局限

所在,即它只看到了生育的“经济成本”,却忽

视了生育的“发展成本”。
然而,政策逻辑的局限只是问题的一侧,问

题的另一侧则是家庭育儿模式的深刻转型正在

不断放大“发展成本” 的权重。 与以生存照护

为主的传统模式不同,高质量养育已成为一种

主导性的社会心态与家庭实践规范,家长普遍

期望通过密集型养育方式[19] 来实现这一目标。
有研究指出,城市家庭养育模式正呈现“密集

型养育”特征,这种高成本、高投入、高竞争、高
压力的养育模式给年轻父母造成了时间焦虑、
情绪焦虑和经济压力,进而抑制了再生育意

愿[20] 。 同时,女性普遍参与有偿劳动,使得育

儿所蕴含的“机会成本”空前显化且高昂。
因此,当政策端聚焦于补偿经济成本,而家

庭端日益关注发展成本时,一个贯穿各层面的

核心矛盾便凸显出来———笔者将其称为“质量

责任” 悖论。 这一悖论深刻揭示了微观层面

家庭生育追求与宏观层面社会支持体系之间的

结构性断裂:悖论的一端,是社会对育儿“质

量”的期待持续攀升。 现代家庭对子女的养育

已从“养活”转向“养好”,密集的情感投入、精
细的教育规划、全面的发展关注正成为新的育

儿常态。 悖论的另一端,则是支撑这一追求的

社会化支持体系与制度保障相对缺位,育儿的

“责任”被过度私人化与性别化。 以托育服务

为例,目前的社会化照护难以有效分担家庭压

力,劳动力市场中的“母职惩罚”将生育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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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本”直接显性化。 尤其是对于高学历职场

女性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期待越高,
育儿投入越大,其承受的“发展成本”也更为沉

重。 家庭内部育儿责任的高度“性别化”,也使

得大量无形的“情绪劳动”与“照护管理”被默

认为女性的天然职责,其社会价值未被充分认

可并计量。 由此造成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对育

儿“质量”的期待越高,个体尤其是女性所承担

的“责任”压力与发展机会成本越巨大,最终导

致生育意愿被显著抑制,形成了“高质期待”与

“低量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反向侵蚀了生育

的“数量”基础。 这正是前文所追问的“政策逻

辑本身存在的更深层系统性梗阻”。 破解这一

悖论,需要一个能够贯通微观与宏观、整合文化

与制度、打通理念与行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
3. 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与 “发展赋

能”范式的提出

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人”
本身确立为发展的核心目的与最高战略资产,
实现从注重“人口数量”的规模管理向投资“人

口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 的根本性战略跃

迁。 “十五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动人的全面

发展” [6]6 的指导思想,明确要求“加强人力资

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6]49。 这一战略

升维为破解当前生育支持体系中潜藏的“质量

责任”悖论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坐标:生育支持

体系必须超越对私人成本的简单“对冲”,而应

转向一项面向未来的社会战略性投资;必须将

保障育儿参与者(尤其是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的

女性) 的全面发展权作为体系的核心价值取

向;必须通过系统性制度安排,将育儿责任从家

庭的私人负重转化为由国家、市场、社区与家庭

共担的公共责任。 换言之,人口高质量发展所

呼唤的生育支持,不应止于通过经济补偿降低

家庭的生育顾虑,而应系统性地保障育儿参与

者在履行亲职后的职业连续性与个人发展空

间,实现育儿与个体发展的兼容。 这正是从

“成本补偿”迈向“发展赋能”的逻辑必然,也是

破解“质量 责任”悖论的根本出路。 基于上述

理论逻辑,为系统论证从“成本补偿”到“发展

赋能”的范式转型,并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

会”提供行动蓝图,提出“理念 路径 制度”三

维分析框架(图 1)。

图 1　 “理念 路径 制度”三维分析框架

从图 1 可知,3 个维度各有侧重又相互支

撑:理念之维是体系的灵魂,致力于价值重构,
回答“为何赋能”的根本问题;路径之维是体系

的骨架,致力于构建“文化认同 服务资源 机

会保障” 三位一体的支持网络,回答“如何赋

能”的实践问题;制度之维是体系的血肉,致力

于以“法治 协同 激励 评估” 四轮驱动回答

“如何持续赋能”的保障问题。 3 个维度层层递

进、环环相扣,共同指向“生育友好型社会” 的

终极目标。 需要强调,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

核心不仅在于鼓励生育行为,更在于保障育儿

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特别是女性) 的全面发展

权利。 换言之,生育友好内在地要求对“发展

友好”,养育下一代不仅不会成为个体发展的

沉重代价,反而能在全社会协同支持的网络中,
实现代际发展与个体发展的共赢。

三、理念之维:从“成本补偿”到“发展

赋能”的价值重构

　 　 上述分析表明,破解“质量 责任”悖论的

关键在于推动支持理念的根本性转型,无论是

政策端的“成本补偿” 局限还是家庭端的育儿

模式转型,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诉求———从

“成本补偿”走向“发展赋能”。
1. 从“私人负担”到“公共投资”的价值重估

传统的“成本补偿”逻辑无形中强化了育

儿作为家庭私域成本的认知,如现行生育津贴

制度主要依托用人单位或生育保险发放,其制

度初衷是对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活费用补

偿” 而非对育儿劳动社会价值的公共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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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赋能”范式,首先要求对育儿价值进行社

会性重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

人口红利问题” [7]306,并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

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7]307。 这深刻揭示了家

庭生育养育所产出的正外部性与准公共产品属

性,即能培养社会化后的合格公民与情感稳定

的社会成员。 经济学研究为此提供了严谨支

撑:Van
 

Groezen 等提出的模型证明,家庭育儿

行为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贡献了基础人口

与未来纳税人, 其社会收益远大于私人收

益[2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Heckman 的实证

研究表明,对儿童早期的公共政策投资具有最

高的经济回报率[22] 。 因此,“发展赋能” 范式

要求全社会在价值层面完成一次根本性的重新

计价:家庭内高情感投入的“情绪劳动”与无偿

照护,是维系社会再生产、培育未来人力资本的

基础环节,其巨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应得到承

认与显化。
2. 从“被动客体” 到 “权利主体” 的关键

复位

“成本补偿” 政策往往将家庭,尤其是母

亲,视为被动受助客体,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虽为女性提供了必要的孕期与产期保

护,但其话语体系仍隐含将女性预设为需要被

特殊庇护的脆弱客体,这种“保护性歧视”不仅

未能打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区隔,反而成为企

业规避雇佣女性的隐性借口,使女性沦为被动

承受就业排斥的客体。 “发展赋能” 范式的革

命性在于,旗帜鲜明地将养育者、特别是女性重

新定位为必须被保障其发展权利的核心主体,
这深度契合国家“加强妇女就业权益保障,营
造生育友好工作环境”等要求[23] 。 当前,生育

意愿低迷的深层原因之一正是女性对“母职惩

罚”(职业生涯中断、人力资本贬值与发展机会

丧失)的理性预期与恐惧[14] 。 因此,真正的“生
育友好”必须是对育儿参与者尤其是母亲职业

发展路径的友好,政策目标不应限于激励生育行

为本身,更要为育龄群体在生养之后持续参与社

会劳动、实现个人价值提供制度条件。 一言以蔽

之,生育友好必须为育儿参与者(尤其是女性)
营造“母职尊重”的社会氛围,以保障其职业连

续性与个人发展权。

3. 从“家庭独担”到“社会共担”的责任重构

育儿责任过度“家庭化”与“女性化”,是当

前支持体系失效的结构性根源[24] 。 “发展赋能”
范式要求依据系统治理思维,推动构建多主体协

力合作的育儿体系,重塑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

在抚育中的职责边界[25] :国家承担托底保障与

制度供给的核心责任,确保支持体系的公平性、
普惠性与可持续性;市场(企业)在国家构建的

“激励相容”制度环境下,将创建“家庭友好型职

场”内化为吸引人才、提升竞争力、履行社会责任

的战略性选择;社区发展就近、便捷、可信赖的互

助式育儿支持网络,弥补托育服务的不足[26] ;家
庭内部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性别平等的育儿分工,
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僵化模式。 唯有实现

这种系统性社会协同,才能解除捆绑在个体尤其

是女性身上的“全责枷锁”,为其在履行亲职的

同时保有发展空间提供社会支持。
综上所述,从“成本补偿”到“发展赋能”的

理念重构,是落实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首要思

想前提。 值得进一步明确,本研究所倡导的“发
展赋能”范式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在个体层面,
旨在保障养育者(尤其是女性)的职业连续性与

个人发展空间;在家庭层面,致力于构建责任共

担的性别平等分工模式;在社会层面,要求形成

由国家、市场、社区协同支持的系统性网络。 这

3 个层次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从价值理念到实践

落地的完整逻辑链条。

四、路径之维:面向发展赋能的整合性

支持路径建构

　 　 理念的重构,必须通过系统性的实践路径方

能落地。 对标“十五五”时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要求,必须将“发展赋能”理念转化为

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支持网络,包含 3 个彼此

联系、相互强化的维度。
1. 培育责任共担与价值显化的社会文化

生态

任何深刻的制度变革,都需要相应的文化变

迁为先导与支撑。 当前,“育儿是母职”的传统

脚本与“照护劳动无价值”的市场偏见依然根深

蒂固,因此,文化认同路径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公

共叙事变革,关键在于显化照护价值与重塑家庭

·47·



从“成本补偿”到“发展赋能”:“十五五”时期我国生育支持体系的重构

角色。 其一,在公共话语中显化与提升“照护劳

动”的社会尊严与经济价值。 通过媒体宣传、国
民教育、公共讨论等多种渠道,系统阐释儿童早

期发展与高质量陪伴的重要性,将家庭内的“情
绪劳动”从私人领域的“天然付出”转化为被公

共话语承认的“社会必要劳动”。 其二,系统性

倡导并推广“合作共担型”的现代家庭性别角

色。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型婚育文化” 的重要指

示[7]309,强力扭转“父职缺席”与“母职独担”的

陈旧叙事。 尤为关键的是,文化倡导必须与刚性

制度设计相挂钩,只有当这种倡导与“父亲生育

假”等涵盖法律确认、经济保障和职场治理的刚

性制度设计相结合时,新的性别规范才能真正从

社会理念转化为普遍实践[13] 。 国际经验表明,
瑞典等北欧国家通过设立高替代率的“父亲配

额”育儿假,有效提升了父亲休假率,促进了家庭

分工平等[27] 。 其三,培育互助文化,探索社区养

育支持网络。 通过适度的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
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鼓励发展“育儿合作社”、临
时托管互助小组等多元形态,这些基于地缘与信

任的微型支持网络,能为家庭提供灵活、便捷的

照护补充,在正规服务体系之外构建基于自愿、
互惠原则的柔性补充机制[26] 。

2. 夯实普惠可及与优质可靠的服务资源

基础

服务与资源路径直接对应家庭在时间、经济

和日常照护方面的刚性需求,且建设水平直接决

定了政策的“获得感”。 为此,该路径的构建必

须系统性贯彻“普惠性、可及性、高质量”三大原

则。 第一,构建多层次、灵活化的“时间支持”体
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落实生育

休假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对 3 岁以下婴幼儿父母

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 [6]102 这是关键一环,但
其改革需超越单纯延长假期。 我国现行生育假

制度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作用有限,且可能加剧

就业歧视[28] ,为此,改革方向应是双轨并行:一
方面,着力优化产假与育儿假结构,大幅增加并

强化父亲专属育儿假的“不可转让”属性与实质

性的经济替代率[13]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并规范

弹性工作制,让父母能够更自主地协调工作与家

庭时间。 第二,发展“可负担、有质量”的普惠托

育服务体系。 “发展普惠托育”绝不能沦为数量

竞赛,而必须正视并破解当前面临的三角困

境[16] ,为此要多管齐下: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责

任,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在城市规划中强制配套

托育设施;大力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探索“社区嵌

入式”微型托育点、企业园区托育等多样化服务

形态;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管与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从根本上确保“普惠”不等于“低质”。 第三,
设计更精准、公平的“经济支持”政策组合。 直

接的经济补贴必须超越“成本对冲”思维,深度

融入“发展赋能”的逻辑,如相较于一次性的生

育成本,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持

续性投入及父母因育儿导致的职业中断与收入

损失,才是影响家庭长期生育决策更关键的因

素[28] 。 因此,政策组合应在普惠基础上强化再

分配效能、发展导向与价值承认功能:一方面,系
统优化税收、住房、教育等领域的综合性经济支

持;另一方面,探索创新对家庭照护劳动的社会

价值予以制度化承认的补偿机制[29] 。
3. 构筑消除职业发展阻滞的机会保障

倘若文化认同与服务资源路径是为家庭提

供支持“做加法”,那么机会保障路径的核心使

命则是“做减法”与“防中断”———最大限度地减

少乃至消除因育儿导致的个人(尤其是女性)职
业生涯发展机会的损失,这是“发展赋能”理念

最深刻、最具挑战性的体现。 首先,确立反就业

性别歧视的刚性法律原则与权利基础。 必须将

“禁止基于婚育状况的歧视”从原则性宣示转化

为劳动者在司法与仲裁中可获得强力维护的法

定权利[30] ,为面临招聘排斥、晋升停滞、不合理

调岗的劳动者提供清晰的权利依据和强有力的

救济预期。 其次,引导“家庭友好”成为企业的

理性战略与核心资产。 将企业在弹性工作安排、
落实父母育儿假等方面的实质表现,深度嵌入

ESG 投资标准、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等关键评价体

系,通过声誉机制驱动企业进行内源性治理变

革,使“家庭友好”从边际福利转变为企业获取

人力资本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产。 最后,设计支

持职业生涯连续性与技能再生的社会支持系统。
前瞻性地构建由社会共同承托的“发展安全

网”,将育儿期从潜在的“职业断层”重塑为可获

得支持、实现能力转型的“发展窗口期”,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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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照护责任的育儿主体规划兼容亲职履责与

职业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综上所述,文化认同是引领者与润滑剂,塑

造新的社会共识;服务资源是承载者与减压阀,
提供切实的物质与时间支撑;机会保障是根基与

发动机,激活个体的发展潜能。 三者共同构成了

面向“发展赋能”的立体化支持网络。

五、制度之维:构建支持体系有效运转的

协同保障机制

　 　 如前所述,理念之维确立了价值坐标,路径

之维规划了实践网络,然而,宏伟的理念与清晰

的路径,其最终落地生根必然依赖强大且精密的

制度性转化。 “十五五”规划纲要所强调的“健
全覆盖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

系” [6]101等宏观要求,正揭示了构建生育支持体

系的协同路径,即要求将战略构想转化为一套相

互咬合、协同发力并能动态调适的制度安排。
1. 以法治明规范,厘清权利保障与责任边界

法治是将“发展赋能”理念及路径中的各项

关键保障转化为稳定社会预期的根本途径。 制

度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搭建层次分明、权责清晰

的法律规范体系与高效的实施机制。 首先,在根

本法与基本法律层面确立国家责任,并将关键发

展权利法定化。 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

款明确了国家对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的保护

义务,为家庭支持提供了根本法依据,但“国家是

否以及何时可以介入家庭事务”的边界有待明

晰。 这取决于根本法意义上对“家庭”的理解:
是保护作为整体的家庭,还是保护家庭中所有个

体成员———尤其是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 后一

种理解意味着,国家介入不应强化传统性别分

工,而应致力于保障家庭内部的权利平等。 未来

应在宪法解释及必要时的修宪进程中,更清晰地

阐释国家在尊重家庭自主性基础上为其履行职

能创造条件的积极义务。 同步推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基本法律进行系

统性修订,将“机会保障”系统性地纳入法律权

利义务框架。 其次,以专门立法与配套法规细化

关键领域的操作规则。 研究表明,生育服务支持

是缓解工作和家庭矛盾的主要手段,能够有效弥

补家庭功能弱化,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婴幼儿照料

困境[31] 。 为此,亟待通过专门立法,为体系中最

薄弱的环节提供清晰且具有刚性约束的法律规

范。 如,推动《托育服务法》立法,从法律上明

确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确立政

府在规划、投入、标准制定与监管中的主导责

任[32] 。 同时,鼓励地方探索制定《家庭友好型

企业促进条例》,将政策倡导转化为刚性指标

与法律义务,引导企业将支持员工平衡工作与

家庭内化为制度性实践。 最后,强化法律实施

与权利救济,确保发展权利可及。 可构建低门

槛、高效率的权利实现通道,显著降低父母特别

是女性在遭遇就业歧视、休假权被侵犯等情形

时的维权成本。 在相关争议中,探索扩大举证

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范围,设立“涉家庭权益

案件”绿色通道,强化公益诉讼制度。
2. 以协同破壁垒,化解政策割裂与执行

阻滞

育儿支持事务横跨众多部门,易产生政出

多门、资源分散的“孤岛效应”。 因此,要强化

生育支持和激励政策的系统集成,构建超越部

门利益的高层级统筹协调机制,实现从“分散

管理”到“系统治理”的转变。 其一,建立高层

级、实体化的战略统筹机构。 在国家层面设立

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的“国家人口发展与家庭支

持委员会”,赋予其制定国家生育支持中长期

战略、统筹协调各部门政策目标与资源分配的

实质权力,确保人口发展战略在国家最高行政

层面得到强力、连贯的推进。 其二,打造以家庭

为中心的一体化服务平台与数据共享枢纽。 利

用数字化手段强力打通卫健、人社、教育、公安

等部门涉及家庭的服务链条,实现面向家庭的

生育登记、津贴申领、儿童入学等全生命周期服

务“一网通办”。 在确保隐私与安全的前提下,
建立跨部门的家庭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治理从

“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为精

准识别家庭需求、动态评估政策效能提供数据

支撑,也为未来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生育支持留

下制度接口。 其三,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协

同 市场补充” 的多元共治供给网络。 通过购

买服务、公益创投、特许经营等制度化的政策工

具,积极引导并规范专业社会组织、社区力量及

合规企业参与托育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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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
3. 以激励促内化,引导多元主体理性选择

制度的力量不仅在于约束,更在于引导。
多元激励机制旨在通过精巧的“激励相容” 设

计,将生育支持的社会目标转化为各方主体的

内在理性选择。 第一,构建基于“激励相容”原

则的企业政策支持体系。 通过精准的税收优

惠、社保减免等经济工具,让企业感知到履行家

庭友好责任的经济收益。 建立权威的“家庭友

好型企业”认证,将其深度挂钩于政府采购、信
贷融资、社会评价等环节,引导企业将支持措施

内化为追求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自主选

择。 第二,探索建立面向家庭的育儿社会价值

的长周期认可与补偿制度。 研究建立“社会照

护贡献记录”制度[29] ,对承担主要照护责任者

的育儿时间进行国家信用背书记录,积分可关

联未来社保权益、养老待遇或公共服务优先权,
将抚育下一代的巨大正外部性“内部化”。 第

三,培育与赋能面向社区的内生性互助支持网

络。 政府通过提供种子基金、共享公共空间等方

式,主动孵化和培育社区育儿互助小组、“时间银

行”等非正式支持组织,将传统的邻里互助升级

为有组织、可持续的准公共服务补充[26] 。
4. 以评估校航向,确保目标始终锚定人的

发展

一个旨在实现“发展赋能”的复杂体系,必
须具备强大的自我学习与动态调适能力。 因

此,必须内嵌一套以人的全面发展效果为核心、
贯穿政策全周期的监测评估与反馈调适制度。
首先,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科学评

估指标体系。 彻底摒弃唯“出生人口数” 论的

简单思维,转向精准反映“发展赋能”多维目标

的指标体系:主体发展维度追踪父母的职业发

展连续性、儿童早期发展综合达标率;性别平等

维度监测父亲育儿假实际休假率、家庭无偿劳

动时间性别比;服务支撑维度考核普惠托育服

务实际覆盖率、家庭育儿经济负担系数;社会文

化维度测量公众对“父母共育” 的认同度。 其

次,构建多元化、制度化的评估主体与流程。 打

破政策制定者自我评估的闭环,制度化委托国

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进行独立、长期的追踪研

究与影响评估[17] ,建立由人大代表、领域专家、

父母代表等构成的常设性政策观察员网络。 最

后,强化评估结果与政策调整的刚性连接。 将

核心评估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相关部

门负责人述职评议的核心内容,建立基于证据

的“政策动态优化机制”,形成“实践 评估 学

习 优化”的良性政策循环。
综上,制度之维的四支柱共同构筑了逻辑

严密的现代化保障系统:法治保障确立了权利

底线与行动规则;协同治理破解了执行的分散

与梗阻;多元激励激发了社会内生动力;监测评

估则保障体系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迭代进化。 唯

有构建起如此稳固且富有弹性的制度基础设

施,“生育友好”与“发展赋能”的社会构想才能

升华为可传承、可迭代的国家基础制度。

六、结　 语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

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大事[33] 。 聚焦现行生育支持体系,剖析

其深层结构内生的“质量 责任”悖论,认为破

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成本补偿” 到

“发展赋能”的范式转型,而这需要从根本上重

构生育支持体系:“发展赋能”范式通过系统性

制度安排,将生育支持从对私人成本的被动补

偿升华为面向未来的社会战略性投资,深度契

合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根本要求。 进一步

地,构建涵盖“理念 路径 制度”的三维协同框

架,正是实现这一转型的系统性方案,将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中的“人的全面发展”命题与“发展

赋能”学术理念深度整合,为重构生育支持体

系、摆脱低生育率困境提供了贯通价值理念、实
践路径与制度保障的统一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未来我国生育支持体

系的重构可在以下方向重点突破:优先将“机

会保障”理念具体化为反歧视法律修订与刚性

制度设计,将“禁止基于婚育状况的歧视”从原

则性宣示转化为可司法救济的法定权利,加快

推动《托育服务法》立法进程;同步推动“父亲

专属育儿假”等性别平等政策落地,建立“家庭

友好型企业”权威认证体系,将企业落实父母

育儿假等表现纳入 ESG 投资标准;前瞻性地探

索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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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服务体系,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

心的科学评估指标体系,探索“社会照护贡献

记录”等长周期认可制度,培育社区互助网络。
当然,作为一项侧重理论构建的研究,笔者

所提出的“发展赋能”范式仍需未来更精细的学

术探索予以验证:在理论层面,需对“发展赋能”
进行操作化定义与测量,开发涵盖主体发展、性
别平等、服务支撑、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指标体

系;在方法层面,可综合运用追踪调查、政策实验

等方法,深入剖析父亲专属育儿假、社区托育等

具体政策的微观因果效应;在研究视角层面,亟
待融合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与性别研究等

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国家、市场与家庭的责任

边界,以及数字技术如何重塑育儿支持的形态与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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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centered
 

on
 

“ developmental
 

empowerment”
 

is
 

crucial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urrent
 

fertility
 

support
 

model,
 

dominated
 

by
 

an
 

emphasis
 

on
 

material
 

compensation
 

over
 

developmental
 

empowerment,
 

fails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deep-seated
 

pressures
 

faced
 

by
 

individuals
 

of
 

childbearing
 

age
 

arising
 

from
 

career
 

interruptions,
 

value
 

devaluation,
 

and
 

the
 

rigidification
 

of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The
 

deep-rooted
 

crux
 

of
 

this
 

model
 

lies
 

in
 

the
 

“ quality-responsibility”
 

paradox,
 

formed
 

between
 

society’s
 

high
 

expectations
 

for
 

parenting
 

quality
 

and
 

the
 

excessive
 

privatization
 

and
 

gendering
 

of
 

child-
rearing

 

responsibility.
 

This
 

paradox
 

renders
 

the
 

“ developmental
 

cost”
 

of
 

childbearing,
 

manifested
 

in
 

career
 

interruptions
 

and
 

lost
 

opportunities,
 

unprecedentedly
 

high,
 

severely
 

suppress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especially
 

among
 

women.
 

Draw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utline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and
 

targeting
 

the
 

structural
 

fracture
 

between
 

macro-level
 

policy
 

logic
 

and
 

micro-level
 

family
 

development
 

need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cept-pathway-
institution”

 

to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from
 

“ cost
 

compensation”
 

to
 

“developmental
 

empower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should
 

take
 

safeguarding
 

the
 

right
 

to
 

all-around
 

human
 

development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at
 

enhancing
 

fertility
 

levels
 

should
 

be
 

a
 

derivative
 

effect
 

of
 

the
 

system’s
 

effective
 

operation
 

rather
 

than
 

its
 

direct
 

goal.
 

Accordingly,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re-evaluate
 

values
 

from
 

private
 

burden
 

to
 

public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social
 

investment
 

attribute
 

of
 

pare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al
 

rights
 

of
 

caregivers.
 

At
 

the
 

pathway
 

level,
 

a
 

support
 

network
 

of
 

“cultural
 

recognition-service
 

resources-opportunity
 

guarante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particularly
 

to
 

establish
 

occupational
 

opportunity
 

guarantees
 

that
 

eliminate
 

the
 

“motherhood
 

penalty”.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
 

four-pillar
 

system
 

driven
 

by
 

“rule
 

of
 

law,
 

coordination,
 

incentives,
 

and
 

evaluation”
 

is
 

required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rights
 

and
 

strengthe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ensuring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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